郁离子
《郁离子》作者刘基
《郁离子》，郁，有文采的样子；离，八卦之一，代表火；郁离，就是文明的意思，其谓天下后世若用斯言，必可抵文明之治。“郁离子”是刘伯温的托称，刘写作《郁离子》的时候，是在他47—50岁，一生中最鼎盛之际，此前的半生他郁郁不得志，不能施展抱负，后来被夺去兵权，遂弃官归隐家乡青田山中，发愤而著《郁离子》。书成不久，他即出山离家，成为朱元璋的亲信谋士，协助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

《郁离子》不仅集中反应了作为政治家的刘伯温治国安民的主张，也反映了他的人才观、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文学成就、道德为人以及渊博学识。在写作《郁离子》的过程中，刘伯温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对社会政治方面的看法及主张更加成熟，也更加系统。

石羊先生 
　　石羊先生谓郁离子曰：“子不知予之忧乎？”郁离子曰：“何为其不知也？”曰：“何以知之？”曰：“周人有好姣服者，有不足于其心，则忸怩而不置，必易而后慊。一日，有所之，袂涅而弗知也，扬扬而趋，乐甚。其友半途而指之涅，则惋而嗟，摄而搔之，涅去而迹在，其心妯妯然，五步而六视，不成行而复。郑子阳好其妻。其妻美而额靥，蔽之以翟，三年未之见。一夕褫其翟，见焉，则快然不乐，申旦而不寐。其妻虽以翟蔽之，终不好矣。故阴谷之术，生于嵌岩之下，终年不见日月之光而不怨者，不知天之有日月也。梧邱之野，人种稻以为食，岁储旧而待新，新未尝不敢竭其旧。旦日之亩，视其禾皆颖而且粟，喜而归曰：‘新可期矣！’则皆发其旧，与其人饱之，旧其尽而新未熟，不胜其觖望，与其子及妻更往而迭视，蹊其亩而禾愈青。是非禾之返青也，望之者切也。荆人有走虎而捐其子者，以为虎已食之矣，弗求矣。人有见而告之曰：‘尔子在，盍速求之？’弗信，采薪者以归，予之。他日遇而争之，其子弗识矣。赵王之太子病，召医缓，医缓至曰：‘病革矣，非万金之药弗可。’问之，曰：‘是必得代之赭、荆之玉、岣嵝之沙、禹同青蛉之曾青、昆仑之紫白英、合浦之珠、蜀之犀、三韩之宝龟、医无闾之珣、玕、琪，合汞铅而炼之，一年而和，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则取而埋诸土中，又三年而服之，斯可以起矣！’淳于公闻而笑之曰：‘诚哉，所谓医缓矣！’庄子之齐，见饿人而哀之，饿者从而求食，庄子曰：‘吾已不食七日矣。’饿者吁曰：‘吾见过我者多矣，莫我哀也，哀我者惟夫子。向使夫子不不食，其能哀我乎？’”豢龙先生谓石羊子曰：“往予溯于江十日，而风恒从西来，及还而沿又十日，而风恒从东来，从者恚而泣。予唏之曰：“天有风主，为予汝乎？何为泣也？”

石羊先生与刘伯温
石羊先生徐明德，字德卿，号明斋，东安新城县宁善乡（今浙江省富阳市洞桥镇）人。他是元末明初的一位隐士，虽然得“博学，通经世大业”的父亲教诲，又受业于元季大儒任叔实门下，有“知天文，擅经济”的远播名声，但终因郡守礼聘不往，参政周伯琦荐馆不应，又远远避开元末明初那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运动，所以不但《明史》对他的事迹没有片言记述，其它野史中也难寻找关于他的蛛丝马迹。要不是鼎鼎大名的刘基刘伯温在他的故事体寓言《郁离子》中多处提到石羊先生，骑“羊”西游后的徐明德恐怕真的成为历史长河中的匆匆过客，不会激起一丝浪花。今日石羊先生还能“活”在后人心中，不能否认是借了刘伯温的光。那么，石羊先生与刘伯温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下面分四方面阐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一

徐明德与刘伯温有着相当多的共同语言，这是徐刘俩人相交相知的基础。刘伯温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文学家，思想家。他博通经史，无书不读，尤其精通象纬之学，善于分析古今得失。朱元璋诏书称其“学为帝师，才称王佐”，誉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朱皇帝“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称刘伯温为“老先生”，“吾之子房也”（《明史·刘基传》）。民间则将刘伯温与姜子牙、诸葛亮比拟，不断神化其形象，使他成为智慧的化身，崇拜的偶像。徐明德也是学富五车之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亲徐元四，便是“博学，通经世大业”的学者，优良的家教使徐明德有了扎实的国学功底，再经过大儒任叔实耳提面命数载教导，又长期耳濡目染于盛虎、仇山村、汤北村、白湛渊、邓善之、张仲举、杨仲宏等博学之士，终于得成大器，以“知天文，擅经济”之名显扬天下。有一次，徐明德过七里垅到严子陵钩台，写了一篇追怀严子陵的文章祭奠，睦州郡守知悉后，被徐明德优美的文章所倾倒，亲自以礼相聘。故人参政周伯琦也十分欣赏徐明德的丰富学识“欲荐为馆职”。《郁离子·蛇蝎》中有一则故事叫《盗犨》，是徐明德学识丰富并令刘伯温心服口服的有力旁证，现摘录如下：

盗犨以如芒之钩，系八尺之丝，钩牛舌而牵之，宵夜而牛随之行，莫之违也。故世之善盗牛者称犨焉。郁离子曰：“是所谓盗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机而运之，蔑不从矣！”石羊先生曰：“此古人制盗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盗用之矣。”

徐明德著有《澄清录》二十篇，惜乎今日不存。清人徐召南有《石羊先生事偶题》诗一首见于民国十一年《新登县志》，其中“句经朝贵品”，“编诗标甲子，读谶识庚申；地理传贤子，阴符授帝臣”等句，都能说明徐明德的学识确有跟刘伯温一较短长的水平。

                   二

刘伯温的《郁离子》写作于元至正十八、十九年（公元1358、1359年），当时刘伯温已经四十八、九岁了。徐刘俩人相识相知当然远远早于刘著《郁离子》之时。他们第一次见面究竟在何时何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富阳县志》即有两种说法：一见第869页刘基《述石羊先生自叹》文，为叙说方便，录其首段如下，“东安有耕者，家于石羊山，有屋如龟壳，置书满架。余过其山与之语，三日夜不寐。征其名，不告。故但称石羊先生。”第二种说法见第925页《人物传记·徐明德》条，曰“后（徐）经括苍，青田刘基邀与倾谈，三日夜不寐。问其名，不告，但称‘石羊先生’”。上述记载除徐刘见面地点不同，其余大同小异，且由“问其名不告”，可知所记显然是徐刘首次见面的情况。据笔者考证，第一说不见《郁离子》原文，唯新城石羊《徐氏家谱》有此一说，是为孤证，可靠性不大。因为一者家谱多有拔高本族本宗现象，刘基主动过访石羊先生，是大大光彩之事，有三分事实，便扩之十分，也不无可能，何况刘基的确曾到过石羊；再者《新登县志》有元人王谦《闲居室记》，篇首即有“东安有耕者，家于石羊山中。有屋如龟壳，中置书一架，傍则挂笠树锄……”。“闲居室”是石羊先生隐居之屋，疑此说乃受此文影响衍入；另外，徐刘相识至迟在元至正六年，此可从后文刘基《丙戍岁将赴京归途中送徐明德归镇江》诗为证，当年刘伯温才三十六岁。刘基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二十六岁时，被授为江西瑞州路高安县丞，初登仕途，意气风发，因秉公办事，不讲圆通，议事与同僚意见每每相左，所以至元六年被迫“投劾去”，当年秋天自江西返归故里。继后数年“居家力学”，与刘伯温子刘琏、刘仲璟相知颇深的黄伯生在《诚意伯刘公行状》称刘基“隐居力学，至是而道益明。”直到1346年才赴京一次，可见刘基不论在官场还是隐居时，似都不可能专程一访石羊山。又查石羊《徐氏家谱》知徐明德祖籍绍兴，年青时徐即有“负奇客游”爱好，他的足迹曾涉及睦州、镇江、其到绍兴寻根一游的可能性完全存在，经绍兴过括苍也合乎情理。唯有此时，隐居青田老家的刘伯温才有机会“邀与倾谈”，故笔者倾向后说。然不管徐刘是何时何地首次见面，他们一见如故，以至抵膝长谈“三日夜不寐”，当为事实。




   三

徐明德与刘伯温的初次见面充满神秘色彩，“与之语，三日夜不寐，征其名不告，故但称为石羊先生”的描写不无夸张与故弄玄虚成分。但说徐刘俩人感情相当深厚则毫不过份，此有三点可资证明。一是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林家骊点校的《刘基集》中有刘伯温《丙戍岁将赴京归途中送徐明德归镇江》诗一首，诗云：

疲马怀空枥，征衣怯路尘。

那堪远游子，复送欲归人？

月满西津夜，花明北固春。

论文应有日，话别莫悲辛。

丙戍岁，是元至正六年（公元1346），当时刘基三十六岁，正隐居老家“力学”时期。此诗是徐刘早识铁证，更加难得的是俩人依依不舍不忍别离之情跃然纸上；马已经疲惫不堪，正怀念家中空空的马枥，衣也厌怯了路途中的土尘，思归的远游人送归客的心情真不好受，但想到西津的满月之夜与北固山花明似锦的春天，相信以后有的是论文说诗的机会，话别时机便只有互相劝慰莫要悲伤罢了。

再看《郁离子》，其中《玄豹》篇有一段云：

石羊先生谓郁离子曰：“子不知予之忧乎？”郁离子曰：“何为其不知也？”曰：“何以知之？”曰：“周人有好服者，有不足于其心……”

接下去，刘基一口气用了六个寓言故事，剖析了石羊先生忧虑的根源在于对这个世界看得太清晰明白，是太针针计较这个社会的黑暗面之故。此文虽属寓言故事，但石羊先生遇困惑能主动请教于刘基，而刘伯温也能一下找准问题症结，并真心实意地为好友排忧解难，应当离事实不远。这种结果若非俩人相知甚深是不可能的。

第三，洞桥地区民间流传刘伯温曾到石羊来寻访过石羊先生。古老相传刘基单人匹马微服私访，一直找到石羊上面的“马回桥”，因不遇石羊先生而扫兴勒马而归，石羊的“马回桥”之名便由此而来。笔者推测刘基的这次寻访大约在他五十岁的三月份受聘朱元璋之后。因为刘基只有在成为朱元璋谋臣后才有如鱼得水之欢，也唯 有这时才有请石羊先生出山共辅朱皇帝的可能，虽然这次过访未能重演“卧龙凤雏”的故事，但是刘基富贵不忘贫贱之交的胸怀天地可鉴，也可说明刘徐并非泛泛之交乃铁定不移的事实。

徐明德的二十篇《澄清录》中有否关于他与刘伯温交情的描写，我们今天已不能起石羊先生于地下而问之，这是十分遗憾的。清代毛奇龄《述高士徐明德墓志感》诗中有“惭愧史臣搜不到，青田一鹤失传镫”句，也充满了这种遗憾。



          四

徐明德选择隐居生活，他的满腹经伦只能在“扪虱搔痒”中失去光彩，这是最大的遗憾，想来徐明德自己也是于心不甘。那么石羊先生为什么要隐居呢？这当然与他本人的思想观点有关。前面说过，徐明德博学多才，知天文识地理，“负奇客游”时对世事一定有充分的认识；加之郡守聘之不受，参政荐馆不应的孤高性格，使他很难与人相处。而且当时正处元末乱世，社会混乱，不公不正不合儒道之事肯定很多，徐明德看世界灰色的一面多于光明的一面，又不易释怀，即或有刘伯温之类的好友开导劝说，也难以转寰。《郁离子》中那段著名的“石羊先生自叹”文，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徐明德的这种心态，文曰：

石羊先生倚楹而叹曰：“呜呼，予何为其生乎？人皆娭娭，我独离离；人皆养养，我独罔罔。谓天之弃之乎？则比人为有知。谓天之顾之乎？则何为使予生于此时？时乎命乎，我独于惧。东乎西乎，南乎北乎，吾安所归？独不如鱼与鳖乎，潜居于坻；又不如鸿与雁乎，插羽而飞。何不使之为土为石乎，而强生以四肢？又何不使之冥冥木木，不知痛痒，以保其真乎？而予之以致寇之货，陷之以不测之机。”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

石羊先生倚着堂屋前的柱子长叹说：“唉，我为什么会这样活着呢？人们都嬉耍玩乐，而我却独自忧伤；人们都欢天喜地，而我心中却若有所失。说是上天抛弃了我吗？而我却比别人有智慧。说是上天照顾我吗？却为什么让我生不逢时？怎么我竟不如那些潜居于水洲的鱼鳖，又不如那些插翅而飞的鸿雁呢？怎么不让我糊里糊涂，麻木不仁，却保全我的真身呢？甚至给了我招致贼寇的财货，使我陷入不可预测的境地。”

这段“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式“自叹”，据说竟造成“悲风振天，四野凄凉，浮云不行，霰雪交零，日月为之无光七曰”的奇迹。

徐明德选择隐居，当然还跟徐隐居之处风光秀丽有关。石羊先生为地理大师，自有独到眼光，此处我们不讨论“青龙白虎藏风贮气”等玄论，而实实在在地看看清钱尚絅的《闲居室》诗，诗云：

晴林绕屋树扶疏，云是先生旧卜居。

高卧不知红日上，幽怀常共白云舒。

烟开四壁山宜画，溪近双扉水可渔。

一曲樵歌天地窄，人间荣辱竟何如。

此诗的颔联和颈联，读之确令人心旷神怡。徐明德本人也似乎十分满足他的这种隐居生活，石羊先生通过《新登县志》保存下来的唯一诗篇，名叫《醉书闲居室壁》，便有这层意思。诗曰：

石羊山高青插天，闲居筑傍山之前，

平生爱读书几卷，或时自去耕春田。

浮云富贵亦易取，扪虱搔痒独不便。

呼儿且享现成乐，一饮一斗歌两篇。

君不见朝骑白马黄舍鞍，暮来物议遭笞鞭。

何如不受拘束懒散如神仙。

但是，这仅仅是表面现象，是醉中痴语。清醒时刻，石羊先生并不甘心终老林泉。元人王谦《闲居室记》认为徐明德跳出了“名利”两关，清人徐召南《石羊先生事偶题》说徐明德“心厌洛阳尘”，“书篇自乐贫”及“漫题僧院壁，滥醉瓮头春”等，都是因为未看到石羊先生的内心深处。事实上，石羊先生的隐居并非是心甘情愿的隐居。《新登县志》有“（徐）惧陈友谅逼，故称隐号”语，徐召南《石羊先生事偶题》也有“名为汉王湮”句，汉王即陈友谅，可见徐明德之归隐实为躲避陈友谅逼迫故。又《富阳县志》载称徐明德著成二十篇《澄清录》后，“每酒酣，闭户击节，曰：‘此涤荡之先资也，秘之以待明主。’”则石羊先生之隐居不出，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徐明德未遇到比陈友谅辈更高明的所谓的“明主”罢了。

隐居与入世的矛盾，一直困惑着石羊先生这种内心世界最秘密的东西，徐明德只会向刘伯温倾诉，《郁离子》的《玄豹》篇曰：

石羊先生谓郁离子曰：“呜呼！世有欲盖而彰，欲抑而扬，欲掩其明而播其声者，不亦异乎？”

也只有刘伯温，才能准确地切准徐明德的脉博而对症下药，他用南山之玄豹，县黎之玉，桂树之香等一连串寓言劝告徐明德“何如翳子之烨烨而返子之冥冥乎！”即“为什么不把你耀眼的光彩遮蔽起来而恢复你的昏暗呢？”使“石羊先生怅然久之，曰：‘惜乎予闻之晚也’！”可见刘伯温的确是石羊先生的真正知音。徐明德最后终于隐之谢世，与刘伯温的这番劝导不会毫不相干。

综上所述，石羊先生与刘伯温之间虽遮有一层浓厚的迷雾，但他们俩人交情非凡，是一对推心置腹的亲密朋友，乃铁定事实。他们由于具有旗鼓相当的学识，所以“一见钟情”以致于留下“与之语三日夜不寐”的千古佳话。刘伯温因出山辅助朱元璋而扬名后世，被人当作智者偶像崇拜，石羊先生虽选择隐居一途，但当时即欲隐反显，后更因刘伯温《郁离子》传播而千古不朽，俩人殊途同归，亦为一奇。

 附记：本文写于二00二年元月八日

重新解读刘伯温与《郁离子》

· 张英基
摘要：    刘伯温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本文旨在突显其文学方面的成就与才华。寓言兼议论的笔记体散文集《郁离子》是其传世著作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书；是他协助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统一天下，建立巨大功勋的思想理论宝库，被后世历代政治家誉为“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其言确然，凿凿乎如药石之必治病，断断乎如五谷之必疗饥而不可无者也”的奇书宝典；是治国安邦大智慧的锦囊秘籍；也是待人处世、解决人际关系、交朋结友、革陈图新的镜鉴箴言，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今天重新解读、评价刘伯温与《郁离子》，依然具有积极的认识价值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重新解读 刘伯温《郁离子》
刘基（1311—1375），字伯温，谥号文成公，浙江青田县南田山（今属浙江文成县）武阳村人。他在中国历史上既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又是一位诗词文兼长的著名文学家。他在政治、军事、天文、地理、文学等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是明代初年政界及文坛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明史·刘基传》赞其“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又称誉他“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清人沈德潜在《明诗别裁》中，称其诗为“一代之冠”。
    他生于元代至大三年（即公元1311年）。少时聪颖好学，遍读诸子百家之书。二十二岁时举进士，三年后步入仕途，先后任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元帅府都事及总管府判等职。在国事日非，四方动乱的岁月里，他逐渐认识到，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是统治者残酷压迫掠夺所造成的，于是他指擿时弊，希望朝廷效法尧舜，施仁政于民，以弭息祸端。后因与执政者意见不合，一再遭到排挤打击。元代至正十七年（即公元1357年）冬，他被夺去兵权，遂弃官归隐青田山中，“著书立言，以俟知者。”发愤而著《郁离子》。
    元至正二十年（即公元1360年）三月，他应朱元璋征召，离家投入应天（南京）朱元璋军中，参与机要，深受器重，成为朱元璋的亲信谋士，协助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为开国功臣之一。由于刘基雄才大略，足智多谋，卓识远见，故在民间被视为智慧的象征，誉为诸葛亮、魏征。
    明初，刘基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朱元璋曾称赞他“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尊之为“帝师”、称之为“子房”（张良），封诚意伯。后来，在以他为首的浙东地主集团同淮西集团之间邀宠争权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因而长期郁积填膺，忧愤莫解，于洪武四年（即公元1371年）辞官还乡，八年（即公元1375年）四月十六日忧愤而死。
刘基一生，性情刚毅，嫉恶如仇，为官清廉，执法如山。江浙民间有“刘青天”之传说。朱元璋曾赞叹说：“满朝有党，只有刘基一人不党。”在结党营私，尔虞我诈的封建统治阶层里，能做到襟怀坦白，不谋私利，的确难能可贵。
    刘基学识渊博，视野开阔，不但在政治、军事、历史、天文、地理、医药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在文学方面也有显著的成就，一生著有《郁离子》（散文集）、《覆瓿集》、《犁眉公集》（诗文集）、《写情集》（词集），诗1184首、词233首、文220篇。军事著作有《百战奇略》、《春秋明经》、《神机致理兵法心要》及论述军械火器的著作《火龙神器阵法》等。后人编为《诚意伯文集》。
    从刘基弃官归隐到应召出山，前后仅有两年左右，此时正值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动荡历史时期。早在至正十一年（即公元1351年）五月，江淮一带就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红军”起义（亦称“香军”起义），革命风暴迅猛异常，席卷大江南北。刘基的思想受到农民起义怒涛的冲击和影响。他在《郁离子》这部较有影响的作品中，以犀利的文锋，用寓言兼议论的杂文形式，抒写了愤世嫉俗之情。他对“盛世文明”之治的向往，建立在揭露抨击黑暗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对元末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以及元朝统治即将崩溃的前景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部作品中，或托古人之口揭露封建官场的丑恶和黑暗；或借寓言故事暗示统治者的罪恶和死亡的命运，对元末的暴政和社会生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表现作者的进步思想。据当时的人说，此书“大概矫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之”（徐一夔：《郁离子·序》）。可见“矫弊明志”，乃为刘基创作《郁离子》的出发点。
   《郁离子》是一部寓言兼议论的笔记体散文集，是刘伯温传世著作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书；是他协助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统一天下，建立巨大功勋的思想理论宝库，被后世历代政治家誉为“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其言确然，凿凿乎如药石之必治病，断断乎如五谷之必疗饥而不可无者也”的奇书宝典；是治国安邦大智慧的锦囊秘籍；也是待人处世、解决人际关系、交朋结友、革陈图新的镜鉴箴言。它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此书以“郁离子”命名，也充分表明了作者的创作动机。“郁离子”既为书名，又是作者的化身。其含义据当时人解释：“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徐一夔《郁离子·序》）。“夫郁郁，文也；明两，离也；郁离者文明之谓也。非所以自号，其意谓天下后世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吴从善：《郁离子·序》）。
   《郁离子》分上下两卷，共一百八十二条。每条多则千言，少则百字。“其言详于正己、慎微、修纪、远利、尚诚、量敌、审势、用贤、治民，本乎仁义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徐一夔：《郁离子序》），其思想内容所涉及的面是相当广泛的。从政治、经济，到军事、外交；从思想、伦理、哲学、历史、文学，到宗教、鬼怪、神仙；从天文、地理、气象、农业，到化学、物理、动物、植物；从个人、家庭，到国家、社会，可谓无所不有。书中所提到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近二百个，各种动物近一百八十种，各种植物近百种。全书除《九难》篇外，其余各条基本上叙述一件事，阐明一个道理，以寓言故事兼发议论的形式，取譬事物，发人深思，启人悟省，长人智慧，给人教益。特别在形象地揭示深刻的哲理和有关用贤、治国、待人、处世等方面的精辟见解，至今仍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郁离子》以《千里马》开篇，是颇有深意的。作者反复强调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的重要性。以“千里马”比喻人才难得，对于“马则良矣，然非冀产”便置诸外牧（《八骏》）的做法，寄寓了他对元末统治者以种族、地域划分等级和按封建乡土观念用人政策的强烈怨愤之情。刘基认为能否任用贤能，是关系社稷兴衰的大事。在《规执政》、《子余知人》、《使贪》、《待士》诸篇中，他主张用人要知人善任，量才使用，扬长避短，不求全责备，要任人唯贤。强调“君子之使人也，量能以任之，揣力而劳之；用其长而避其短，振其怠而提其蹶；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责之；引起所不能，而不以我所能尤之”（《立教》）。他指出，对于人才的培养不可急功近利，要做长远的打算，如果“不待其成而辄伐之”、“不待其老成，至于不克负荷而辄以法戕之”，那么“栋梁之材竭矣”（《种树喻》）。他还告诫人们，取士要有标准，务择有用之才，不能把“枭鸟”当做“凤凰”供养，不可寄希望于“狗偷鼠窃无赖之人”，更不能将其当人才培养和使用（《养枭》）。简而言之，则用忠荩贤达之士，“俾之提纪纲”是刘基重要的社会思想。
    在《郁离子》中，刘基以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精辟地阐明了治国理民等方面的社会政治观。他认为，国君要治理好国家，就要象医生治病那样，必须“切脉以知症，审症以为方”，“当则生，不当则死”，并指出：“道德、政刑方与法，人才，药也”（《喻治》）。“力生于德，天下无敌”（《德胜》），“仁义之莫强于天下也！”（《假仁义》二）因此，他主张国君只有施仁德于民，才能得天下、治天下。他在《云梦田》、《饮漆毒水》等篇中指出，治国首在爱民，要关心民生疾苦。倘若只“见利而不见民”，“志利而忘民”，则“国危矣”！在《好禽谏》、《晋灵公好狗》、《姑苏围》诸篇中，刘基对卫懿公、晋灵公、吴王这些不懂得治国理民之道，而只知追求享乐、宠幸奸佞的昏君、暴君，予以严厉谴责与嘲讽。在《术使》篇中，他写了一个寓意很深的故事。狙公驱使群猴每天上山采果，所得果实由狙公分配，群猴仅得十分之一，后来群猴觉醒，“破栅毁柙”，一齐逃入山林，狙公最后饿死了。从而揭穿了统治者欺骗、剥削、压迫人民，必然遭到觉醒人民的反抗，借以讽刺了统治者治民无道的后果。
    刘基关于治国理民的主张和观点，虽然仍属于儒家“仁政”、“王道”之类，但充分表现了他重视民众力量的思想。他在《抟沙》篇中指出，“民犹沙也，有天下者唯能抟而聚之耳。”强调团结人民的重要性。他反对用“朝三暮四”之权术伎俩治民（《道术》、《畏怀》）。他还抨击了只知向民众搜刮、索取，而不知爱惜民力的做法与行为（《灵丘丈人》）。
    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在《虞卿谏赏盗》、《刑赦》等篇中，他主张“立赏罚”，并且要做到“刑有必行”。要实现社会安定，必须赏罚严明，“立赏罚以劝惩善恶”，“赏禁僭，罚禁滥”。这些见解，在今天无疑仍具有借鉴意义。
    在《郁离子》中，还有不少篇目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对天地与人、自然与社会等问题的具体认识，从而表现作者进步的哲学观。刘基认为宇宙是物质的，是由物质的“气”所构成的，“夫天浑浑然气也，地包于其中，气行不息，地以之奠”（《天裂地动》）。他还认为，天地自然是可以认识的，也可以为人所用。“天无极乎？凡有形必有极”（《圣人不知》）。在《天地之盗》中，他把人们向大自然索取财富，称之为“天地之盗”，而把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榨取，称之为“人之盗”。他说：“人，天地之盗也。天地善生，盗之者无禁”、“春而种，秋而收，逐其时而利其生；高而宫，卑而池，水而舟，风而帆，曲取之无遗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在这里，作者积极鼓励人们合理开发利用大自然，发展生产。并且指出，由于统治者的残酷压榨掠夺，造成“物尽而藏竭”，于是“天地盗息，而人之盗起”。最后他指出解决的办法：“遏其人盗，而通其为天地之盗。”
    刘基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同时也融合了道家、法家和兵家的思想观点，其中有许多朴素的、唯物的、辩正的观点，并且运用这些观点解释自然界的发展变化，观察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从而阐述了许多深刻的哲理：“畜极则洩，閟极则达，热极则风，壅极则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无往不复。”“一昼一夜，华开者谢；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东陵侯》）。“观其著以知微，察其显而见隐”（《论物理》）。“贪与廉相反，而贪为恶德，……匹夫贪以亡其身，卿大夫贪以亡其家，邦君贪以亡其国与天下”（《贪利贪德辩》）。诸如此类对立而辨证的观点：著与微、显与隐、贪与廉、众与寡、利与害、得与失，等等，在《郁离子》中，比比皆是。
   《郁离子》又是一部文学作品，其文学价值，在于它继承了先秦两汉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中古代寓言的传统形式和写作技巧，发扬了韩愈、柳宗元的“杂说”体，以及晚唐讽刺小品的优良传统，创造出一种别具一格的寓言兼议论的杂文体。其风格古朴雄放，锋利遒劲，而又幽深秀丽，富有形象性。清代刘熙载认为，《郁离子》是唐宋以后的子书中“穷极精奥”、“托寓万物，因浅见深”、“义理颇有实用”的一部著述（《艺概·文概》）。它对后世寓言故事、杂文小品以及寓言体的短篇小说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郁离子》在艺术上具有以下特点：

    一、故事性极强，寓道理于形象之中。所叙故事情节比较具体，描绘生动可感。如《灵丘丈人》、《枸橼》诸篇，在叙事、描写、议论方面，或比喻，或拟人，或托讽，或影射，使人由此产生联想，增强具体感，生动有趣，引人入胜，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二、篇幅短小精悍，形式灵活多样。全书四万三千余言，平均每篇二百余字，有些篇目仅有几十个字，可谓短小精悍了。就其表现形式看，不拘一格。作者善于把多样的艺术形式与丰富的表现手法，有机结合在一起。叙事，灵活多变，有详叙、有略叙、有补叙、有插叙等等。描写，或状物，或写态，细致逼真，活龙活现。议论，虚实结合，有论有据。说理，或采取问答方式，释疑兼说理，或开门见山，直接说理，或类比说理，或通过寓言故事说理。抒情，发自肺腑，情真感人，或怒，或喜，或哀，或忧。
    
    三、语言简练而不呆板，古朴艰深而又有文采。作者善于用对偶句、排比句，句式整齐优美，流畅自然，铿锵悦耳，琅琅上口。对偶句例如：“旱斯具舟，热斯具裘”（《鄙人学盖》）；“良农不为水旱辍耕，良贾不以折阅废市”（《世农易业》）；“蔚兮若濯锦出蜀江，粲兮若春葩曜都房”（《梓棘》）；“韩非囚秦，晁错死汉”（《论智》）等等。排比句例如：“久卧者思起，久蛰者思启，久懑者思嚏。”（《东陵侯》）；“众醉恶醒，众贪恶廉，众淫恶贞，众枉恶直，众惰恶勤，众佞恶忠，众私恶公，众嫚恶礼”（《天下贵大同》）；“山有金则凿，石有玉则劚，泽有鱼则竭，薮有禽则薙。”（《唐蒙薜荔》）；“多能者鲜精，多虑者鲜决”（《一志》）等等。
   《郁离子》问世以后，其版本很多，据有关资料所知，明代先后有五种版本：成化六年（1470），刊刻《诚意伯刘先生文集》本（简称“成化本”）。该本分十八篇，每篇有目，此版本讹脱最少。正德十四年（1519），依据“成化本”重刊为《诚意伯文成公文集》本（简称“正德本”），此版本与“成化本”基本相同。嘉靖三十五年（1556），樊氏重编《诚意伯文集》本（简称“嘉靖本”）。嘉靖年间，还刊刻了《郁离子》单行本（简称“嘉靖单行本”）。此版本分上下卷，上卷七篇，下卷十一篇，篇目与“成化本”相同。隆庆六年（1572），依据“嘉靖本”翻刻的重刻《诚意伯刘公文集》本（简称“隆庆本”），《四部丛刊》影印。清代先后也有五种版本：雍正八年（1730）补刻本；乾隆十一年（1746）刻本；嘉庆年间《学津讨原》本；同治年间《榕园丛书》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浙江书局重刊本。
    上述版本，以明代“成化本”最早、最善，清代嘉庆《学津讨源》本较精。1981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依据这两个版本为主，并参校“正德本”、“嘉靖单行本”等版本，整理出版了《郁离子》点校排印单行本。该版本依据《学津讨源》本体例，分上下两卷，上卷92条，下卷90条，共182条，每条均有标题，独立成篇。
